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中国
面临的挑战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感受到变革的气息：从内部来

看，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阶段，封闭保守成为主要

的社会心态。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资本

主义萌芽，这一趋势反映在学术上，则是提倡人性解放和平等

的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从外部来看，明清之际是西方资本主

义的酝酿和初步发展时期，西方使团和传教士以学术为先导，

带来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开启了近

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先声，影响和启发了中国的早期启蒙

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动摇了封

建专制的根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从

世纪中叶至 世纪中叶，中国实行禁教和闭关政策。这一

百年，正是中国国势日趋衰徽，社会发展日益停滞，而西方资

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时期。禁教与闭关政策对西方国家的早期殖

民活动和侵略企图起到了某种遏制作用，但它阻断了中国与世

界先进文化的交流，扼杀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科学的萌芽，

使中国还处于摇篮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因缺少经济动力而难以顺

利成长，使中国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一、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

（一）传教士来华起止时间和人员概况

在古代，中外文化即已开始进行交流，佛教自汉代传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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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历经一千多年的曲折，在同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学和道家

互相排斥又相互吸取的过程中，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儒道佛

的合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伊斯兰教是另一种

情况。自唐以降，伊斯兰教东渐，对我国十个少数民族有着极

为深刻的影响，不但影响到其心理状况和精神世界，而且影响

到其生活习俗的各个层面。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

教）的命运则很为不同，它虽然也曾几度传入，几度兴盛，但

它仅限于在上层传习，没有在民间扎下根，极易为上层态度的

变化所左右，难以获得持续的发展。

基督教早在唐代就传入中国，称为景教，但影响不大。元

代时经陆路第二次传入，称也里可温教，皇室成员多有信奉。

因元朝灭亡，奥斯曼帝国兴起于西亚，东西方陆路交通受阻，

基督教向东方 年。到 世纪，葡萄牙、西的发展中断了

班牙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海上通道，传教士经由海路来到中国。

早期来的有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他们坚持武装传

教，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但当时他们并不

具备同中国抗衡的武装力量，因而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因中国

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而收效甚微。

世纪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发展壮大，新兴的市民阶级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产

生了越来越大的反感，他们感到，教会的神权统治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巨大障碍，遂发动了反对教皇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由

马丁 路德创立的新教，否定了教皇和教会在解释教义方面的

权威，很快就在北欧各国广泛传播开来。在南欧各国，天主教

会实行了内部革新，试图将教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

工具。耶稣会即是天主教会内部革新的主要依靠力量。它创立

于 年。除了直接的政治活动外，耶稣会还十分重视创办

学校，培养博学的牧师，以知识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并派遣

第 2 页



教士前往南美、非洲和亚洲。

在中国，耶稣会采取了与其他教派不同的策略。他们不赞

成以武力方式传教，而主张采取迂回、温和的方式，因而取得

了较大的进展。 年，耶稣会第一个赴华传教士圣方济各

沙勿略抵达广东上川岛。 年，罗明坚首次到达中国内地。

但真正在中国打开局面的是利玛窦。

利玛窦（ 年），号西泰，意大利人，出身于贵

族家庭，少年时就学于耶稣会书院，后进入罗马神学院，

年加入耶稣会。利玛窦在研习神学的同时，还广泛涉猎了自然

科学，掌握了多方面科学知识，尤其对数学有较深的造诣，因

而既是虔诚的教士，又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这个特点为他日后

的传教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年，利玛窦从欧洲到达印

年在澳门学习中文，度果阿， 次年进入中国内地，先后

到过肇庆、 年，利玛窦就任耶韶州、南昌、南京等地。

稣会首任中国会长。 年，利玛窦定居北京，参与了译书、

修历、绘制地图、传教、修筑教堂等活动，大大推动了西学输

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

和利玛窦同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

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居敬、

熊三拔、龙华民，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他们协助利玛窦在各地

开展学术交流和传教活动。

在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汤若

望和南怀仁。

汤若望 年），字道味，德意志人。 年入

耶稣会， 年和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同时来华，先后在北京、

西安等地学习和传授教义。明末曾参与修历工作，并帮助明朝

政府铸造西式火炮。清初因所编历法测时准确，得到顺治的信

任，出任钦天监正。康熙初年因受杨光先诬告而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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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北京病故。

南怀仁（ 年），比利时人。汤若望被免职后，

杨光先继任钦天监正，但他不懂历法，所编历书有很多误差，

测时不准，遂为南怀仁所取代。南怀仁因制造天文仪器，督造

西方新式大炮平定三藩之乱等功绩，升任太常寺卿和工部右侍

郎。 年，南怀仁出任中国教区副区长。在他的积极推动

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相继派遣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

刘应、雷孝恩、马若瑟、巴多明、蒋友仁、宋君荣、冯秉正、

钱德明等传教士来华，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

雍正以后，由于罗马教廷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激化了清政

府与教皇之间的矛盾。 年，清政府颁布禁教令。此后，

在华传教士人数急剧减少，除了内廷和钦天监尚留有少数教士

工作外，各地教士都迁往澳门，教堂关闭，传教活动停止，中

西学术思想的交流也基本中断。

（二）以学术为先导的传教活动

中国古代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

的，有完整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

住脚，并扩大影响，是很不容易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

一千多年的融合，吸收了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完成

了中国化，才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在利玛窦之前来华的西方

传教士不了解这个特点，他们企图将西方的宗教原封不动地传

入中国，均遭到失败。

利玛窦吸取了前人传教失败的教训，针对排外心理浓厚的

社会状况，采取了较为明智的办法：第一，走上层路线，争取

官僚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第二，采取适合

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遵循中国的礼仪风俗，学习中国的语言

文化，以儒家的圣人、经义比附天主教，以减少传教的阻力；

第三，以学术为媒介，借助西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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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吸引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利玛窦之后来华的西方传

教士，基本上都按照这种方法行事，逐渐打开了局面。

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后，竭力结交各级官

吏，向他们赠送日晷、自鸣钟、三棱镜等西方珍奇物品。

年，他们到达广东肇庆，谒见知府，按中国习俗行跪拜礼，声

称他们是“侍奉天地真主的修士，仰慕中国政治昌明，由西洋

航海而来” ，得到了官府和地方士绅的敬重 年，利玛。

窦迁往韶州，继续与上层人物广泛交往，结识了苏州人瞿太

素。 年，利玛窦到达南昌，与建安王相识，撰写了《与

建安王论友》一文，献给建安王，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年，利玛窦与庞迪我、熊三拔等传教士到达北京，向明

神宗进赠礼物。当时明朝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神宗希望在

开发财源、改良兵器上得到传教士的帮助，便召见了利玛窦，

待以上宾之礼，破例允许他们在北京居留传教。很快耶稣会便

吸收了很多上层人士入教，包括宗室、太监、显宦、贡士、举

人、秀才等，著名者有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太仆寺卿李之

藻、吏部给事中瞿式耜等。到清朝初年，汤若望、南怀仁等耶

稣会士担任了朝廷大臣。他们出入宫廷，主持修历，具有了影

响皇帝、结交大臣、传播西方学术和宗教的更为便利的条件。

为了真正进入中国社会，耶稣会传教士在行为举止的中国

化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他们注意顺应中国的礼俗，取中国人的

姓名，“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

用” 。利玛窦等人初人中国时，穿西方僧服，后听从瞿太素

等人的建议，改穿儒服，以利于结交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潜心

研究中国的经史典籍。利玛窦在《上神宗疏》中称自己“颇知

中国古圣先贤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在了解

《天主教十六世在华传 第教志》， 页。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 第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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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意识形态后，传教士感到，

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必须利用中国的传统。因而他们尊重中

国人祀天、祭祖、尊孔的习惯和纲常名教的伦理观念，并借用

孔孟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利玛窦写作了《天主实义》一

书，宣称西方的天主就是中国圣贤所说的上帝，也即中国人所

说的天。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不是否定中国的圣经贤传，只是

对之作些补充而已 。艾儒略、南怀仁、白晋、孙璋等人的宣

教著作也引用了儒家典籍，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人的天同

出一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古代儒学，鄙薄当代儒学。

这种做法既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基督教教义“多与孔孟相合”，

易于引起共鸣，接受基督教，也使某些企图以复兴古代传统儒

学精神来推行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抱有好感。

（三）传教士译介的西方学术

利玛窦深知，要使天主教真正扎根于中国，必须得到中国

知识分子的帮助，为此必须借助人类不同文化体系中比较易于

沟通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并以中文著书立说，使西学为中

国人了解和欣赏，以便逐步扩大教会的影响。因此传教士到中

国后，“不徒恃传教为生”，而是广泛结交中国学者，大规模传

播西方文化。

在学有专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协助下，耶稣会传教士介绍

的西方学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天文学。利玛窦 年著《乾坤体义》，叙述了亚里士多

德一托勒密体系。汤若望著《历法西传》，引用了托勒密、第

谷、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理论。蒋友仁著《坤舆图说》，介

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还协助徐光启、李

①《天主实义》，上卷，第 篇，费赖之著，《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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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藻修改历法，运用比较先进的数学知识和精密的天文仪器，

完成了《崇祯历书》，它比中国以往沿用的“大统历”和“回

回历”更准确。当时朝廷曾“诏立两局推验，累年校测，新法

独密” 。至今沿用的阴历就是这个历法。

数学。数学在西方被视为科学之王。利玛窦来华时带来很

多西方数学书籍，并与中国人合作译出了若干部，其中影响最

大的是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及与李之藻

合译的《同文算指》。《几何原本》是古希腊哲学家欧几里得撰

写的平面几何著作。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注重实用，只有平面图

面积、内外切圆、平行线等内容，缺少抽象的公理体系，表达

方式也不甚精密。《几何原本》则以充分公理化的内容丰富了

中国的几何学，完善了表达方式。该书所确定的点、线、角等

专用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它

所包含的形式逻辑思想，带来了中国所缺少的认识方法，有助

于中国近代科学观的成长。《同文算指》介绍了西方的算术知

识，传入了比中国固有的“筹算”和“珠算”更为便捷的西方

笔算法，即整数与分数的四则运算。它所介绍的“以减试加”、

“以除试乘”的验算方法，补充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缺门。

物理学。熊三拔著《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的取水蓄水

之法。徐光启利用该书，并结合中国原有的水利知识，完成了

他的《农政全书》中有关水利的部分。邓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徵

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滑轮的原

理及简单的机械制造方法。汤若望在《远镜说》中介绍了西方

的光学。南怀仁根据意大利科学家勃朗伽的设想，试制了蒸汽

机车。他们还撰写了有关火炮制造和使用的书籍，如汤若望的

《火攻挈要》，南怀仁的《神威图说》。明朝末年，汤若望为明

① 《 明 史 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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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铸造西洋红衣大炮（亦称佛朗机炮）抵御清兵。清初，南

怀仁也帮助清政府铸造西洋火炮，以平定“三藩之乱”。

地理学。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五大洲

的概念。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仅及东非、北非和西欧，经过

利玛窦的介绍，南非、南北美洲和南极洲的概念传入中国。该

书还介绍了寒温热五带的划分和地圆学说，使得持“天圆地方

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庞迪我著《海外舆图全说》，

介绍了外国地理风情。艾儒略则据此撰写了《职方外纪》，其

中有世界地图及对各国地理情况的解说，“所记皆绝域风土，

为自古域图所不载” ，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

著作。这些地理知识有助于中国人突破原有的地域视野，形成

较为开阔的世界观念。

医学。邓玉函著《泰西人身说概》，由毕拱辰译为中文。

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等人著《人身图说》。这些书详细介

绍了人体的结构、形态和生理器官等。熊三拔著《药露学》，

介绍了西药的制造技术。

神学、哲学和艺术。利玛窦等传教士撰译了一批神学著

作，如《天主实义》、《畴人十篇》、《二十五言》、《辩学遗牍》、

《圣教实录》等。傅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名理

探》，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提出了

汉语拼音方案，卫匡学著《中国文法》。这些著作为外国人掌

握中国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有助于中国人形式逻辑思维的进

步，有助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在觐见明神宗时，送

给他西洋油画和西洋琴，还演奏了自己创作的《西琴八曲》，

把西方油画和西方乐器传入中国。

纵观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不但有欧洲的科技知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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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文艺复兴后重新发现的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和学

术思想，也有近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尽管传教士为宗教

目的所限，没有完整准确地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和哲学，但仅

就他们所介绍的内容来看，也是很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和采纳

的新鲜学问。这些西方学术属于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学术体

系，它们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之外

还有一个极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明末清初中国科学的一度繁

荣，与当时中西学术的直接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二、中国有识之士的主动求知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的衰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

社会中出现了某些新的经济因素，即东南地区日益发展的资本

主义萌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乃至开明君主，也开始对传统

学术感到不满足，他们很自然地为异质的西方学术所吸引，对

传教士所传播的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产生了很大兴趣，渴望从

中得到走出社会危机的启迪，并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找

到一条新的富强之路。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代表人物，也企图通

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增强统治基础，巩固国防，维护皇权

和大一统。因此，他们也对引进西学，学习西方文化表现出很

高的热情和主动精神。其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启和康熙皇帝。

年徐光启（ ），上海人，明末大臣，官至文渊

阁大学士，是晚明提倡和主持西学输入的杰出人物之一。

年，他在韶州结识耶稣会士郭居敬。 年，他在南京与利
，

。
玛窦相会，“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 年，徐光启进

北京，向已定居于此的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

术”，并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一批西方学术著作。在他的带

动下，晚明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研究、介绍西方科学的学派。

①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徐光启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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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曾经受洗为天主教徒，其原因，固然在于他认为基

督教义与儒学宗旨相合，但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更好地学习

西方的科学。他认为，西方学术不但有助于“国家致盛治，保
， ，而且是太平 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所未闻”的新学问，它

，

，包罗万象。的范围“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宗根 其

“格物穷理之学”，如天文、历法、律吕、数学、地理等等，更

是补“开辟所未有”，理应效仿。这种对外域文化的开明态度，

一反用夏变夷的封闭保守心理，反映了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求知

若渴的精神风貌。正如徐光启所说，向西方学习，可以“令彼

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昭我圣明来远

之盛”。 明确地将博采西方先进文化看做使中国富强的必要

途径。虽然他在这里也表现出某些华夏中心论的陈腐观念，但

毕竟是把向外国先进文化学习的主张鲜明地提了出来，这在将

外族外国看做蛮夷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出过人的

胆识。

同时，徐光启对西方的态度并不仅仅局限于效仿，而是立

志赶超，提出了分两步赶超的设想，即所谓“先行会通，进而

超胜”。第一步，了解和掌握西学。为此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

并亲自参与其事。他认为对西方学术不应停留在单纯的引进，

而应将西学与中学参核互证，推求同异，以达到“会通归一”，

创立综合中西的新学术。因而他在《测量法义》等著作中，用

《几何原本》中的基本定理对中国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

术》中的勾股部分加以解释和补充。第二步，在了解和掌握的

基础上，力求超过西方学术水平。为此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

养。他在领导历局时，专门从钦天监调来一批中国学生，让他

①徐光启：《辩学章疏》，《徐光启集》，卷
②徐光启：《修议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徐光启集》，卷
③徐光启： 简平仪说序》。

第 10 页



们参与观测和修历的实践，计算辅助用表，希望他们在干的过

程中掌握西学。在用编译的课本向学生传授时，他希望学生们

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循习晓畅”，掌握西学的精华，
，

而且“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 。表现出早期启蒙学者在

学习西方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徐光启不能改变明末的政治腐败和改朝换代的历史趋势，

但他努力会通中西学术的思想和行动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借鉴。

康熙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明的皇

帝，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提倡，促进了清初的西学输入

和科学发展。

康熙即位前后，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历法的争论。

对于依西法编制的时宪历与中国的旧历孰优孰劣，汤若望与守

旧派大臣杨光先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鳌拜等人支持下，杨

光先占了上风，汤若望被免去钦天监正一职，由杨光先接替。

由于旧历与天象屡屡不合，康熙令南怀仁与杨光先同时观测天

象，结果证明南怀仁的推算正确，而杨光先的推算谬误百出。

康熙遂废除旧历，重行时宪历，让南怀仁重返钦天监。通过这

场斗争，康熙对天文、历法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师从南怀仁，

开始系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康熙学习西学的范围很广，涉及数学、天文学、地理学、

药理学、解剖学、拉丁文、欧洲哲学、音乐理论、绘画等学

科。他尤其重视数学和天文学，《几何原本》一书他读过几十

遍，甚至因用功过度而吐血。他经常观测天象，进行数学推

算，并利用所学到的西学知识治理黄河泛滥。他还组织科学家

编写了有关天文、数学和乐理的丛书《律吕渊源》。

康熙十分重视西方的人才，除了在传教士中征募，还派人

①徐光启：《历书总目表》，《徐光启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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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欧洲招聘。他大胆地使用西方科技人才，这些人为平定叛

乱、发展生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南怀仁在“三藩之

简平仪等乱”时为清廷铸造西洋火炮，并制造了天球仪、 多种

天文、气象仪器。传教士还参核中西数学知识，编写出 比例

规解》、《借根方算法节要》等十余部满、汉文数学书籍，并制

作了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等计算工具。

明清之际，在徐光启和康熙皇帝等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之

下，中国涌现出一批了解西学的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如李

贽、方以智、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王锡阐、梅谷成等。

西方文化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方以智

与汤若望交往频繁，多次与之探讨天文学。他在传统自然观与

西方近代科学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质测即藏通几”的命

题，表达了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相互关系的科学哲学观。

徐光启、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西方的数学和逻辑学著

作，将形式逻辑的科学方法传入中国。梅文鼎多次与殷铎德交

流历法知识。梅谷成在西方数学“借根方”的启发下，重新发

现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建立高次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中

西学术的交流，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复兴，使中国古代科学发展

在一度消沉之后，从晚明到清初，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产生了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等杰出科

学家。

同时，西学也直接或间接启发了中国的思想界，促使早期

启蒙思想家重新审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了若干具有近代

特征的思想命题。李贽在 岁高龄与利玛窦会面，交谈哲学。

他能够提出和中国传统民本平等观不同的人类天赋平等的思

想，或许就从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得到过某些启发。王夫之针

对盲目虚骄自大的“华夏中心说”，提出了具有世界主义眼光

的“文化中心多元论”和“文化中心转移论”的命题。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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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而系统地研究了由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学说，在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提出了权力制衡思想。在此基础上，明清之际产生了

以人性解放和天赋平等为核心的早期启蒙思潮，它批判了以

“存天理，灭人欲”为特征的程朱理学，动摇了禁锢人心的封

建伦理纲常观，促使一批有识之士走出羁绊知识分子的象牙塔

科举制度，转而从事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探讨国家兴衰、社会

进步的道理，为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作了必要的铺垫。

三、两次英国使团的失利

世纪末和 世纪初，英国两次派遣使团访华，想打开

与中国通商的大门，然而他们都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年，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子爵率团访华，名义上

是为乾隆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是当时世

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 世纪义国家。 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

产业革命，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生产技术发生了重

大变革，生产能力迅速扩大，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为了推销英

国商品，炫耀英国实力，马戛尔尼带来了许多展现工业革命后

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能够准确模仿地球、月球、太阳

运行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位置的地

球仪，装备了 门大炮的英国最大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

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

布机，以及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等等。马戛尔尼试图以此

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获得对其地位的尊重，并建立符

合英国愿望的通商关系。

年，英国使团到达中国，马戛尔尼赴热河拜见乾隆

皇帝，向乾隆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

宁波、天津等地贸易；第二，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

务；第三，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贮货与居住；第

四，中国拨给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贮货和居住，并许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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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在此处活动自由；第五，减免英商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及珠

江运货的税额；第六，中国政府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

关税或捐税，若征收，对税项和税额应有明确的规定。清政府

词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大乖仰体

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年，英国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这次使团的领导人

是阿美士德勋爵。同年 月，阿美士德使团抵达中国。因为礼

仪问题，中英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清廷认为中国皇帝是天

下最高的君主，坚持要阿美士德使团按中国礼节对嘉庆皇帝行

三跪九叩大礼，而阿美士德只同 见。嘉庆一意按英国的礼仪

怒之下，拒绝接见英国使团，令其立刻离开北京回国。

对于英国使团赠送的礼物，中国人也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震

惊或热情。中国皇帝及中国宫廷斤斤计较的，是英国使节是否

遵守中国的 仪，是否向中国皇帝行跪拜或叩头的礼节，而对

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他们却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他们似

乎并没有从这些礼品的科技含量中认识到中英科技水平、工业

能力和由此所体现的两国国力的巨大差距，产生危机感和紧迫

感，奋起直追，而是把它们看做无关统治大局的“雕虫小技”

或“奇技淫巧”。英国科学家在安装调试天体运行仪时，屡屡

遭到围观中国人的哄笑；乾隆皇帝在参观英国的天文学表演

时，只看了几分钟，就刻薄地评论，“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

玩”；英国科学家表演帕克透镜如何熔化中国的钱币时，在现

场观看的中国大臣却用它来点烟斗；英国炮兵想在圆明园为中

国人演射野战炮，中国官员却对他们说，这些炮在中国算不了

什么新东西，拒绝了其要求。严肃的科学演示被中国人当作

“杂耍”和“巫术”，高科技礼品被作为“远藩来朝”的贡品藏

在圆明园，等待着 年英法联军侵华时的再发现。中西文

化交流的一次绝好机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对此，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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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人感到 年后的中国人大惑不十分惊讶，也使

解。如何解释这种轻蔑态度的原因呢？从乾隆某个儿子的话中

可以得到某种启示。他在观看了英国的科技演示和工业产品

后，不以为然地反问：这些东西难道是“统治国家的科学”

吗？①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想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实现

英国资产阶级扩张市场的愿望。当时，英国的军事力量还不占

有明显的优势，难以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不得不借

助谈判的方式。由于清廷的无知和自大，以及英国使团的骄傲

和不尊重中国的礼俗，英国与中国通商的愿望没有实现，中国

的大门也依然紧闭。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天文仪器、机器枪炮

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好奇心，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研究、模

仿、改进与创新。英国两个使团灰溜溜地回国了，这固然是英

国人的失败，但对中国而言，也未尝不是进步良机的丧失。在

中国人对西方近代科技的哄笑声中，我们品尝到了某种苦涩。

曾经创造了四大发明，创造出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的中国

人，面对着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迥异的西方近代科技，为什么

却无动于衷呢？

中国近代的落后，与明清以来中国科技水准的下降不无关

系。对于明清科技水平下降的原因，历来的研究者多从制度与

需求的角度进行探讨，这当然是重要的。但从文化的角度来

看，中国人的好奇心之有无大小，是一个更实际也更有趣的心

理问题。事实上，自从实行科举考试以来，中国人对于自然界

的好奇心就遭到了日益沉重的压抑与扼杀，明清以来，随着科

举制度的完善，这种情况越发严重。在科举制度之下，应试教

育的指挥棒引导着千万学子的大脑。在学习时，学生的心思才

①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两 年出版。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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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用在揣摩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和僵死的八股形式；在考试

时，考生也必须按照儒家经典的既定答案和皇帝的圣谕广训来

回答，不得越雷池一步；即使侥幸考中，为官者大多也只对权

术和统治术感兴趣，即乾隆的儿子所谓“统治国家的科学”。

只有偶尔从科举“正途”游离出来的极少数人，如李时珍、徐

霞客等，才能保持正常人的好奇心，关注和研究自然科学，而

多数学子，在“不务正业”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光宗耀祖”的

功名心驱使下，无暇也无心旁骛外求。久而久之，知识分子的

功名心日盛，好奇心日薄，逐渐失去了思考与创造的能力，造

成了中国人科技能力的下降和中国科技水平的萎缩，不但危及

科学的进步，而且损害了民族的生机。

四、从开放到封闭的历史教训

从晚明到清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展，出现了科学复

兴、思想启蒙、人才辈出的局面。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

国有可能跟上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潮

流，使中华民族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

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转瞬即逝。

康熙末年到雍正、乾隆统治时期，罗马教廷企图干涉中国

内政，清政府实行禁教和闭关政策。中西学术思想的直接接触

和交流中断。

禁教与闭关的直接原因，是罗马教廷企图干涉中国内政。

耶稣会士来华初期，利玛窦等人为了深入中国社会，采取了天

主教中国化的方法。他们尊重中国人祀天、祭祖、尊孔的习

俗，博得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传教活动取得了显著成

效。从明末到康熙晚年，中国境内建立的天主教堂近 座，

受洗的教徒近 万人。但在罗马教会内部，对在华传教士的

做法一直存在争议。 年，罗马教皇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

派遣铎罗为特使，到中国传达教皇的命令，禁止中国教徒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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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尊孔。其要点有三：第一，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第

二，不准在礼拜堂内悬挂带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第三，禁

止基督教徒祭祖祀孔。这就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反感和愤怒，他

逮捕了铎罗，把他押送澳门监禁。 年，教皇重申禁令，

年派特使嘉乐赴华再次并于 传达教皇命令，在华的传教

士不得不服从。由此导致了罗马教廷与清政府关系的彻底破

裂。雍正继位后，于 年颁布禁教令，除了少数在钦天监

和内廷供职的教士外，其他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并关闭了教

堂。中西文化学术交流遂告中止。 年，乾隆实行闭关政

策，只限广州一口通商。中西经济交流也就此裹足不前。此

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迅速消退。

西方文化未能持久深入地影响中国社会，与传教士的活动

方式和传教宗旨也有很大关系。传教士取得成功的某些因素，

也正是使其影响不能持久的原因。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

主要是自然科学，他们抱着传教的目的，因而对欧洲正在兴起

的人文主义思潮和近代科学思想，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

很少介绍。在缺乏近代哲学科学世界观引导的情况下，西学以

理喻人的深度和力量显得十分不够。传教士在介绍西学时，侧

重于具体学科的引进，认识论方法论的介绍则相对不足，因而

西学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天人合一的宇宙

观和以阴阳对立同一为特征，重视量变灾变，忽视质变，缺乏

时间维度的朴素自然观，难以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哲

学指导。传教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西方

近代启蒙思潮的介绍，更使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进行反对

封建专制的斗争时，难以完整系统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近代民主

思想。即使对天文学和数学等具体学科的介绍，传教士也以是

否达到传教目的为转移。例如利玛窦只肯译出《几何原本》前

六卷，没有答应徐光启译完全书的要求。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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